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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的

制度反思与路径完善
李　德　健

（浙江工业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３）

　　摘　要：信息公开构成政府部门、红十字会、慈善组织等公益捐赠受赠人的基本义务。

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公共财产受信人理论，两者均要求通过创设完
整的信息公开义务制度来强化受赠人问责机制，从而满足公益捐赠人的知情需求，确保公
益捐赠财产的有效利用。通过这些理论来反思现行法，可发现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
务尚面临诸多制度问题：立法标准各异无法满足统一规制需求，法定内容不足无法满足常
规知情需求，额外披露不力无法满足特殊知情需求。这不仅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更会损害
公益事业的社会公信力。为有效回应公益捐赠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落实受赠人作
为公共财产受信人的功能定位，未来应当推进公益捐赠信息公开义务统一立法，完善公益
捐赠信息公开法定基础内容，并明确信息公开义务具有信义义务属性，从而促进公益捐赠
财产在第三次分配中的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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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益捐赠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确保与鼓励更多主体进行公益捐
赠，必须强化公益捐赠中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因为信息公开既可以满足捐赠人与
社会公众的知情需求①，又可以推动受赠人 “提高自身的各种表现，以求获得更多
的捐赠”②。事实上，在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洪涝灾害应对而开展的各类公益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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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管公益捐赠受赠人是地方政府及其部门①、事业单位、红十字会，抑或是慈
善组织以及其他民间性公益法人，这些组织均负有信息公开义务。然而，恰恰在信
息公开领域，长期以来，“慈善信息公开不足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 ‘瓶颈’”②。以
前期疫情防控为例，地方政府、红十字会以及慈善组织在接受疫情防控类捐赠时或
多或少都存在公开不及时、不全面等问题。这种状况引发了捐赠人与社会公众对公
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的关注与思考。规制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的理
论基础是什么？各种法律法规所确立的义务标准是否相同？公益捐赠受赠人需要向

捐赠人与社会公众公开的法定内容是什么？信息公开义务的边界又在何处？对此，
本文尝试梳理关于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的理论基础，并借此反思其当前所
面临的主要制度问题，进而就其完善路径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的理论基础探析

包括 《公益事业捐赠法》《慈善法》在内的诸多法律法规规定了公益捐赠受赠人
的信息公开义务。《公益事业捐赠法》第２１条 “捐赠人有权向受赠人查询捐赠财产
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受赠人应当如实答
复”，确立了基于捐赠人行使查询权而承担的 “被动型”信息公开义务。而该法第
２２条 “受赠人应当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社会监
督”，进一步明确了公益捐赠受赠人的 “主动型”信息公开义务。关于公益捐赠受赠
人信息公开义务的制度设置，其背后存在深刻的理论基础。其理论基础大致可以归
结为两个互有牵连的方面：即经济学意义上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与法学意义上的公共
财产受信人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理论。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信息不对称理论
在公益捐赠中，捐赠人与受赠人之间存在经济学意义上典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对于受赠人如何使用公益捐赠财产，是否高效处理公益捐赠财产，是否存在挪用私
分公益捐赠财产的行为，捐赠人往往在信息占有等方面处于不利位置。与此同时，
捐赠人之所以愿意将财产捐赠给受赠人，由后者用于公益事业，恰恰正源于捐赠人
对受赠人的信任。但是，这种信任并非是无条件的。例如，受赠人要么是政府部门，
要么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与其他民间性公益法人，其共同特征是均具有公益性③ （其
目的是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而非私人利益④）与非营利性。除此之外，这些受赠人还
受到 《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法律法规政策的强化规制。
在这其中，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扮演了一个应对信息不对称从而强化捐赠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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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信任的重要角色，事实上，“准确信息的便捷获取是真正意义上的问责以及
公众信任与信心的关键所在”①。因此，让公益捐赠受赠人承担相应的信息公开义
务，实质上构成解决或者至少是缓解公益捐赠关系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途径。
在此情况下，信息公开义务的制度设计应当充分发挥信息公开在解决公益捐赠关系
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的制度潜力，从而防范公益捐赠受赠人的道德风险，满足公
益捐赠人的相关知情需求。

（二）法学视角下的公共财产受信人理论
与经济学意义上信息不对称理论密切相关的要求受赠人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法

学理论主要是公共财产受信人理论。对于公益捐赠受赠人而言，根据 《公益事业捐
赠法》的规定，公益捐赠受赠人在一般情况下是公益性社会团体与事业单位 （第１０
条），而 “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或者境外捐赠人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受
赠人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是受赠人。但是，这里的各类公益捐赠受赠
人并不能像普通私人赠与那样将公益捐赠财产私分。而其原因恰恰在于这些公益捐
赠财产的 “公共财产属性”以及其受赠人所具有的公共财产受信人身份。
第一，这些公益捐赠财产构成 “公共财产”。根据 《公益事业捐赠法》第７条，

“公益性社会团体受赠的财产及其增值为社会公共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损毁”，直接明确了捐赠给公益性社会团体 （根据该法第
１０条，这里的社会团体不仅包括 《民法典》中作为非营利法人类型之一的社会团体
范畴，还包括基金会等捐助法人）的财产的公共财产属性。与此同时，《公益事业捐
赠法》并未明确那些捐赠给政府部门与公益性事业单位的财产之属性。但是，根据
《刑法》第９１条，公共财产包括 “（一）国有财产；（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
（三）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甚至 “在国家机
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
公共财产论”。因此，即便在现行法上，不论受赠人的具体身份，公益捐赠财产均具
有公共财产的基本属性。
第二，公益捐赠受赠人构成公共财产受信人。对于公益捐赠受赠人而言，基于

公益捐赠财产的公共财产属性，受赠人并不应当成为这些财产的直接受益人，而是
负责将这些公益捐赠财产用于一般或捐赠人所确定的特殊公益目的。因此，这些受
赠人在法理上构成了公共财产的受信人②：基于施信人 （公益捐赠人与作为潜在捐
赠人的社会公众成员）对受信人的信任跟托付，以及施信人与受信人之间在信息、
资源、能力占有等方面天然的不对等性，受信人应当承担以忠实义务、注意义务为
代表的信义义务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ｕｔｙ）③ 与相应责任，从而确保公共财产真正且高效用于
其公益目的。据此，公益捐赠受赠人的信息公开义务实质上就构成受赠人履行信义
义务的一种重要路径与辅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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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上述理论均要求通过创设完整的信息公开义务制度来强
化受赠人问责机制，从而满足公益捐赠人的知情需求，确保公益捐赠财产有效用于
公益目的。两者不仅可以为现行法规定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提供较为明确
且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可以被用来进一步反思现行法中尚存的主要制度问题。

二、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的制度问题反思

尽管我国当前不少法律法规对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有所规定，但是，
该领域依然面临诸多制度问题，并未系统贯彻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公共财产受信人
理论的基本要求。在实践中较为典型者尤其包括立法标准各异无法满足统一规制需
求，法定内容不足无法满足常规知情需求，以及额外披露不力无法满足特殊知情需
求等三个方面。以下依次予以分析。

（一）立法标准各异无法满足统一规制需求
不论是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还是公共财产受信人理论，对于公益捐赠捐赠人与

社会公众而言，在将现金、物资抑或其他财产捐赠给慈善组织、公益性事业单位、
政府部门抑或其他组织时，其核心目的都是相通的：确保根据前者所要求的一般或
特定公益目的而将财产及时处理，用于真正需要获得救济与帮助的人群或单位。而
信息公开义务在这一方面的制度功用就在于，减少公益捐赠关系领域的信息不对称，
确保受赠人履行其作为公共财产受信人①的 “‘避免冲突’和 ‘不得谋利’”② 等信义
义务，从而 “确保公益目的的实现”③。在此背景下，基于捐赠人与社会公众对公益
捐赠受赠人在捐赠财产数额、使用、处分、仓储、归属等方面的信息需求的普遍一
致性，自然应当在法律制度层面推进统一的公益捐赠信息公开义务立法。
然而，与这一应然要求有别，我国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所面临的一个

首要制度问题就是，虽然当前存在不少信息公开立法，但这些立法中的公益捐赠信
息公开标准尚不统一，甚至呈现了高度分散化的色彩，使得各类受赠人信息公开义
务多有不同。第一，关于公益捐赠的统一的 《公益事业捐赠法》因为条文极为简略，
无法实现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规则的体系化建构。例如，政府部门接受捐赠这一方
面只有一个条款予以特别规制，但并未涉及任何信息公开义务；而针对公益捐赠受
赠人的一般规则又极为原则化。因此，在公益捐赠信息公开领域，该法的实际规制
效果颇为有限。第二，政府、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公益性事业单位作为受赠人，
又分别存在或严或松、或重实体规则或重程序规则、或基于公法职责或基于私法义
务、或有专门规制或有一般规则的各种治理模式。其中，在慈善组织领域，至少在
《慈善法》层面建构了统一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慈善组织受到 《慈善法》以及
《基金会管理条例》、民政部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慈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

·０４·

①

②

③

杨道波、綦保国：《慈善捐赠人权利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１６－１１８页。

［英］格雷厄姆·弗戈： 《衡平法与信托的原理 （下册）》，葛伟军、李攀、方懿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第６４８页。

赵廉慧：《信托法解释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５５８页。



规制，以 “强化慈善组织与慈善行为的透明度”①，进而 “提升慈善事业公信力”②。
而对于政府部门，基于民主主义的理念③与法治政府的要求，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对信息公开的目的、含义、组织方式、基本原则、各方权责、公开内容、公开方式
与程序以及监督保障等方面予以了系统规制，但并未特别涉及政府作为公益捐赠受
赠人的信息公开义务④。而红十字会基于其群团组织的属性，更是由 《红十字会法》
予以特别规制。至于其他公益性社会团体、事业单位⑤，如果不在慈善组织或红十
字会的范畴内，则需根据相应法律法规予以规制。
据此，基于受赠人不同类型而推进的信息公开立法在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

义务领域的标准差异颇为明显：有的组织形态被要求公开大量具体信息并受到信息
公开制度严格监管 （慈善组织为典型）；有的组织形态则只需满足选择性的公益捐赠
信息公开框架要求即可 （红十字会为典型）；有的组织形态虽然特别重视信息公开的
流程约束，但却缺乏关于公益捐赠信息公开的专项程序 （政府为典型）。这种针对受
赠人不同类型而设计不同信息公开立法标准的做法必然在实践中引发不同公益捐赠

受赠人的信息公开意愿、层次、内容、程序与方式迥然有别，既容易诱发道德风险，
也不利于捐赠人进行横向效率比较，以至于引发社会公众质疑。并且，这种根据受
赠人不同身份而确定相应规则的治理路径与社会公众对公益捐赠受赠人普遍一致的

信息公开诉求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
务的各类立法标准并不统一的制度设计，既不符合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内在逻辑，也
有悖于强化公共财产受信人义务履行的基本要求。

（二）法定内容不足无法满足常规知情需求
从有效回应信息不对称与确保公共财产受信人义务妥当履行的角度出发，在应

然层面，不管是私法调整抑或公法规制，公益捐赠受赠人需要披露的法定信息公开
内容的基本宗旨都应当是，通过这些内容的披露来 “提高其本身的公开透明度，保
护捐赠人的知情权”⑥，有效回应捐赠人与社会公众对公益捐赠财产管理使用处分方
面的常规信息需求。因此，在划定法定信息公开内容时，自然应当将私法与公法作
为一个整体加以对待，将捐赠人关于公益捐赠的常规知情要求通过明文规定来加以
确认，从而为解决捐赠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基础性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必要制度保障。
但是，除了各类法律法规的标准尚不统一之外，不论是在私法层面，还是公法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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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存在着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的法定内容不足这一制度问题，无法有
效满足捐赠人与社会公众的常规知情需求。
第一，关于公益捐赠法定信息公开内容的私法要求供给不足。对于受赠人而言，

信息公开义务可能会构成一项私法义务：尽管公益捐赠协议并不等同于赠与合同①，
但公益捐赠协议是以赠与合同为基础的，视情况构成普通赠与或附负担之赠与②，
并受到 《民法典》等民法规范的规制。在此背景下，为了确保受赠人履行将公益捐
赠 “用于指定目的的义务”③，捐赠人可以通过书面捐赠协议而要求受赠人对涉及公
益捐赠的多种信息加以详细披露。这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自无不可。但是，鉴于
赠与合同的 “非要式”特征④，对于绝大多数捐赠人 （尤其是经由募捐形式而予以
捐款捐物的捐赠人）而言，其与受赠人之间并不存在书面捐赠协议。在此情况下，
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所指向的信息内容多委之于私法抑或公法的强行法规定。然而，
《民法典》赠与合同部分对于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并无强行法规定。因此，除非公益
捐赠协议存在特别约定，信息公开义务在我国法律上主要表现为受赠人的公法义务。
第二，关于公益捐赠法定信息公开内容的公法要求供给不足。根据 《公益事业

捐赠法》《慈善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可能会产生受赠人在公
益捐赠信息公开方面的公法义务。但是，相较于通过私法上的公益捐赠协议进行的
更为针对性的信息公开条款设计，公法上对于公益捐赠法定信息公开内容的规定并
不充分。例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政府一般的信息公开义务，但并未涉及
其作为公益捐赠受赠人时的法定信息公开内容。而 《慈善法》“史无前例地将信息公
开作为法律的单独一部分”⑤ 创设专章加以规定。在此基础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
办法》对慈善组织的法定信息公开内容加以系统化规制。但是，对于并未明确规定
的捐赠人或者社会公众的其他信息公开要求，则并未涉及。例如，慈善组织在实现慈
善目的的过程中，带来了哪些客观存在的公共利益，以及对利益相关者带来了哪些积
极影响。在此情况下，除了通过书面捐赠协议甚至担任慈善组织理事等私法方式来获
取足够多的信息之外，现有公法上的信息公开义务尚不足以有效应对受赠人的道德风
险，也无法充分满足捐赠人对公益捐赠财产管理、使用、处分方面的一般信息公开需
求。截至２０２０年，我国慈善组织尚不满１万家。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公益捐赠受赠人并
非慈善组织，自然也不受 《慈善法》以及配套法定信息公开内容要求约束。
因此，公私法层面的公益捐赠法定信息公开内容颇为不足。这很难满足公益捐

赠人与社会公众常规的信息公开需求，并且也反映了现行法并未基于信息不对称与
公共财产受信人理论而将普通捐赠人与社会公众基本知情要求充分纳入其制度设计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金锦萍：《从赠与合同到慈善捐赠》，《中国民政》２０２０年第２４期，第４０－４２页。

史尚宽：《债法各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４３页。

［日］我妻荣：《债权各论 （中卷一）》，徐进、李又又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９页。

崔建远：《合同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４８页。

何华兵：《慈善法背景下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实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探求》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８９

－９５页。



核心考量因素之中。
（三）额外披露不力无法满足特殊知情需求
从回应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强化公共财产保障的角度出发，不论是政府部门、

公益性事业单位，或是慈善组织与其他民间性公益法人，但凡接受公益事业捐赠者，
就基于捐赠人的信任而负有作为受信人的信义义务。而信义义务的一项基本要求是
应当为受益人的最优利益而采取行动①。具体到公益捐赠，受赠人需要为公益目的
而行事，确保 “资产有效地用于慈善 ［公益］事业”②。以慈善组织为例，除了避免
利益冲突与关联交易，并将慈善财产用于组织或者捐赠协议所规定的特定目的③之
外，还必须维护组织的社会声誉，减少组织的潜在风险，从而 “以负责任的态度管
理慈善组织资源”④。因此，从维护受赠人社会声誉与公信力的立场加以审视，对捐
赠人特殊知情需求的合理满足事实上已经构成受赠人信义义务的一种天然要求。此
时，以已经满足法定公开内容为由，而不进行额外的信息公开与补充说明，显然无
法满足受赠人所应当承担的谨慎义务 （ｄｕｔｙ　ｏｆ　ｐｒｕｄｅｎｃｅ）等信义义务要求：为了最
优化实现慈善 （公益）目的，受赠人必须采取行动切实维护组织的社会声誉⑤。
在这方面，就公益捐赠的法定信息公开内容而言，其固然存在公私法要求并不

充分的制度问题，但至少受赠人对于在法定信息公开内容之内的相关信息，负有明
确的披露义务。法定信息公开内容一般是为了满足捐赠人与社会公众的基本知情要
求，但它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在此情况下，虽然部分法律法规规定了公益捐赠受
赠人的法定信息公开内容，然而，基于其内容要求的宽泛性 （例如，只是要求公开
善款使用的一般信息，而非详细开支）与限定性 （只需对列明部分的信息予以公开，
对额外信息不做强制公开要求），很多时候不论是公法、私法抑或捐赠协议中所明确
规定的信息公开内容，都无法满足捐赠人与社会公众对信息公开的特别需求。当社
会舆论质疑政府部门、公益性事业单位、慈善组织以及其他民间性公益法人存在善
款挪用等不当操作时，尤其如此。
在此情况下，额外信息披露就显得颇为重要。对此，在政府部门领域，除了法

定信息公开内容之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设计了一些兜底条款，例如，“行政
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
信息的，应当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第６条），从而为政府部门作为受赠
人而公开额外信息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对于其他受赠人而言，尚缺乏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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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公益性事业单位以及其他民间性公益法人似乎
只要满足了法律法规政策所规定的信息公开内容，就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而无须
额外披露其他信息。因此，在实践中，一些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在满足法定信息公
开内容要求的情况下，就以此为由拒绝额外披露相关信息。这种情况再结合上面所
提到的各类立法标准各异、法定内容不足问题，会进一步引发捐赠人与社会公众对
受赠人是否妥善处理公益捐赠财产的质疑①。尤其是在诸如救灾等突发事件与舆论
危机中，以已经满足法定信息公开内容为由而拒绝进一步披露详细信息②，必然会
大大增加捐赠人与社会公众对受赠人贪污、挪用以及以其他违法或不当方式管理处
置公益捐赠财产的深度怀疑。这既未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没有体现公益捐
赠受赠人作为公共财产受信人所应当承担的信义义务要求。
综上，当前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领域所存在的此类制度问题，主要在

于并未全面系统贯彻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公共财产受信人理论的基本要求，因此，其
不仅容易放大受赠人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行为瑕疵，而且可能引发广泛的舆情危机，
严重损害公益事业的社会公信力，以至于抑制公益捐赠发展③。为此，必须重申上
述理论基础的重要性，并遵循其基本逻辑，推动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的规
制路径完善。

三、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的规制路径完善

事实上，从制度设计的深层逻辑来看，不论受赠人具体身份如何，不论如何设
计法定信息公开内容，也不论公开内容是否已经满足法定内容要求，公益捐赠受赠
人进行的信息公开都必须有效回应社会公众需求、及时化解各类质疑，从而妥善回
应公益捐赠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系统体现受赠人的公共财产受信人身份属
性。为此，鉴于 “法律规范体系是立法者建构的产物”④，应当针对立法标准各异无
法满足统一规制需求，法定内容不足无法满足常规知情需求，额外披露不力无法满
足特殊知情需求的这些不当做法，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立法完善。

（一）推进公益捐赠信息公开义务统一立法
基于公益捐赠中的捐赠人在捐赠款项、物资管理、处分使用等方面的普遍信息

需求，应当推进以公益捐赠受赠人为义务主体的统一公益捐赠信息公开立法，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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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内容、公开方式、公开程序、公开范围等诸方面建立统一的规则体系①，从而有
效回应公益捐赠关系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作为公共财产的公益捐赠财

产保障水平参差不齐困境。事实上，在具体实践中，这种统一立法模式可以一方面
强化保障捐赠人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鉴于 “知情权是监督权的基础”②，为捐赠
人、社会公众以及新闻媒体等利益相关者借此对受赠人进行监督，比较受赠人之间
公益捐赠财产使用处分效率，推进其后组织评估与政府监管③以及提供后续捐赠支
持奠定坚实的规则基础。
首先，以公益捐赠受赠人这一身份来创设统一规则。近年来，“我国信息公开的

主体范围在实践推进中正越来越广泛”④。具体到公益捐赠层面，不管是政府部门、
公益性事业单位，还是慈善组织与其他民间性公益法人，都应当在受赠人这一核心
身份基础上受到统一的公益捐赠信息公开义务规则的约束与规制，而非因组织形态
不同而创设差距明显的行为标准。
其次，明确统一的信息公开内容、方式、程序与限制条件。除了慈善组织信息

公开制度⑤、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等现有信息公开制度在内部实现从分散化规制到综
合化规制⑥之外，还应当针对公益捐赠受赠人，专门设计一体化的公益捐赠信息公
开内容要求、公开方式、相关程序与限制条件。例如，在公开内容层面，应当以
“准确、清晰、及时、充分”⑦ 为原则来规定具体内容。在公开方式层面，应当统一
明确哪些具体信息是需要受赠人积极主动地通过网络等渠道向社会公开的，而哪些
具体信息是需要利益相关方提出申请之后才予以披露的。在公开平台建设层面，“促
进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⑧ 同时，在 “统一的电子政府信息资源库处理平
台”⑨ 以及统一的慈善信息公开平台 （《慈善法》第６９条）�10 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
全国统一的公益捐赠信息公开平台。

（二）完善公益捐赠信息公开法定基础内容
鉴于公益捐赠信息公开法定基础内容对于保障社会公众以及捐赠人知情权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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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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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立法现状及其问题研究》，《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３９－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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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永纯、高一飞：《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信息公开立法》，《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１１５－１２３页。

李德健、俞祖成：《信息公开办法具有里程碑式的实践价值》，《中国社会报》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８日。

王万华主编：《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９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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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５１－６０页。

孙占利主编：《信息网络法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５８页。

李德健：《突破互联网时代慈善事业的制度困境》，《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２日。



要性，应当同时在私法与公法层面细致设计有效反映其基本知情要求的法定信息公
开内容，从而夯实法定信息公开内容在应对公益捐赠关系基础性信息不对称问题以
及强化公共财产受信人义务要求方面的制度潜能。
首先，针对捐赠协议本身的私法属性，应当在 《民法典》赠与合同部分、《慈善

法》或 《公益事业捐赠法》捐赠协议部分，将社会公众与捐赠人普遍关注的事项通

过强行法规定的形式加以确认。在这方面，鉴于 《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慈善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中关于慈善组织的法定信息公开内容要求相对较为充分，可以考

虑以其为模板，并将公共利益实现程度、对利益相关方所带来的积极利益等基础内

容纳入公益捐赠信息公开法定内容之中。

其次，在公法层面，可以考虑通过一些公私法衔接技术①，进一步建立针对私

法上的捐赠协议内容的衔接机制。尤其是，“为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必须设置慈善组

织和有关政府部门违反信息公开规定的处罚措施”②。据此，对于私法上所设计的关

于信息公开内容的强行法规定，公法层面可以明确违反该规定的公法效果，从而保

障这些强行法规定的执行力度与落实水平，更好地满足捐赠人与社会公众的常规信

息公开需求。

（三）明确信息公开义务具有信义义务属性

鉴于额外信息披露有助于抑制受赠人道德风险、有效应对社会公众质疑以及强

化公共财产保障，应当明确将 （包括额外信息披露在内的）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

开义务本身作为一种信义义务加以处理。

首先，应当将捐赠信息公开纳入受赠人信义义务的范畴予以规制：信息公开义

务构成信义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公益捐赠受赠人一方面必须基于法

定信息公开内容要求而履行其信息公开义务，另一方面必须为了最优实现公益目的

而继续履行法定信息公开内容范畴之外的信息公开义务。

其次，在此基础上，对于救灾等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容易引发公众质疑、存在舆

情危机抑或潜在风险的事项，公益捐赠受赠人负有义务向捐赠人与社会公众及时披

露除了公益捐赠法定信息公开内容之外的其他相关信息，并且进行实时补充说明与

信息共享。如此一来，可以在现有规则框架之外，以公众偏好为导向，进一步满足

社会公众对公益捐赠财产管理使用处分情况的额外信息需求，并 “通过信息公开来

·６４·

①

②

宋亚辉：《社会性规制的路径选择：行政规制、司法控制抑或合作规制》，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第２２８－２３１页。

郑功成主编：《慈善事业立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１６页。



化解公众质疑”①，“回应社会公众的权利诉求和关切”②，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捐赠

与公众支持③。当然，这里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该义务不仅是 “信息公开的更高层

次”④，而且是基于受赠人之信义义务要求，其与常规法定内容一并构成法律层面的

信息公开义务，因此有别于 “信息披露的最佳实践指引”⑤ 的软法约束。

再次，对于额外公开的信息内容，还必须做到与已公开信息保持连贯性与衔接

性，确保年度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募捐物资使用情况、定向捐赠情况等全部信息

的统一性与一体化。实践中，经常存在的问题是，“由于不同的公开载体由不同的机

构或人员负责，同一个内容在不同的载体上经常出现信息不一致、数据不一致的现

象”⑥。因此，在确有信息衔接问题时，需要进一步对外解释其原因所在，从而最大

限度地回应公众质疑，维护组织声誉。

结语

在公益捐赠领域，信息公开构成政府部门、红十字会、慈善组织等公益捐赠受赠人

的基本义务。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公共财产受信人理论，两者均

要求通过创设完整的信息公开义务制度来强化受赠人问责机制，从而满足公益捐赠人的

知情需求，确保公益捐赠财产的有效利用。通过这些理论来反思现行法，可发现公益捐

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尚面临诸多制度问题。其典型是立法标准各异无法满足统一规制

需求，法定内容不足无法满足常规知情需求，额外披露不力无法满足特殊知情需求。这

不仅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更会损害公益事业的社会公信力。为有效回应公益捐赠关系中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落实受赠人作为公共财产受信人的功能定位，应当以疫情防控、

水灾应对等突发事件处理为契机，推进公益捐赠信息公开义务统一立法，完善公益捐赠

信息公开法定基础内容，明确信息公开义务具有信义义务属性，从而塑造能够有效满足

捐赠人与社会公众需求、强化公共财产受信人问责的公益捐赠受赠人信息公开义务体系，

最终促进公益捐赠财产在第三次分配中的有效利用。

（下转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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